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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途殊归”：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

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

邹杰玲 董政祎 王玉斌

摘要：本文利用 2016年在山东省和河南省开展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所获数据，分析了劳

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

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降低 0.161。运用工具变量的 CMP估计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外

出务工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进一步地，通过区分农户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和务工距离的不同，分

析不同兼业程度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本文间接验证了外出务工的

影响包括积累能力的积极作用和改变从业重心的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并发现：从对不同兼业程度农

户影响的差异看，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的主要作用人群是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而对于以务农收

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因此，促进农业生产要素流动，释

放要素生产潜力，帮助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积累能力，是推广和普及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外出务工 兼业程度 可持续农业技术 CMP估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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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农业发展长期依靠资源消耗的方式，农业生产投入品和废弃物的不合理使用与处置，造成

了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态超载、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不仅阻滞农业生产力的稳定提高，阻碍

农民增收致富，而且贻误生态环境改善，危害资源永续利用，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实现农

产品的绿色安全。为了应对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中国政府提倡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并于 2013年和 2016年两次提出构建循环型农业产业体系
①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落脚点在

本文研究获得农业部农业财政项目（人文类）“2015年度农业产业化发展情况调查”（编号：21086076）和“‘互联

网+农民合作社’研究”（编号：21086059）的支持。调查由时为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的王丽明、华静、张国鹏、赵培

芳、张平等人实施完成，特此感谢！

①
参见《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http://www.gov.cn/zwgk/2013-02/05/content_2327562.htm；《关于加快发

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02/t20160204_774444.html。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02/t20160204_774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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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技术应用，这就需要普及可持续农业技术。然而，目前由于缺乏统一的规程和标准，以及农民的

文化、科技、经营管理素质尚未适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仍面临一

定程度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农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影响了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与应用。这些深刻变化中突出的一点是，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

市，从事非农工作。2017年，全国离开户籍所在乡镇的外出农民工总量达 1.72亿人
①
，外出务工已

经成为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会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发展，从而

提高其获取新技术的能力（Mesnard，2004；石智雷、杨云彦，2011）。但同时，外出务工意味着农

村优质劳动力逐步脱离农业，会引起农户从业重心的改变，不利于农业生产方式向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转变（潘丹、应瑞瑶，2013）。那么，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到底是会使农户积累能力以适

应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还是会改变农户的从业重心，使其减

少农业生产投入，从而限制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尽管可持续农业技术具有多重优势，且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一直在努力推广，但农户对可持续

农业技术的采用率仍然很低（Jansen et al.，2006；Kassie et al.，2009；Wollni et al.，2010）。针对此

种情况，研究者多致力于分析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因素，试图探究造成可持续农业技术

采用率低的原因。现有研究认为，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因素主要包括生物物理因素、家

庭人口特征、家庭经济资源条件、市场准入与推广服务、社会资本等（Feder et al.，1985；Ramirez and

Schultz，2000；Lee，2005；廖西元等，2006；赵丽丽，2006；Shiferaw et al.，2008；储成兵、李平，

2014；Kassie et al.，2015；吴雪莲等，2016），此外，非农就业行为也逐渐被视为重要因素一并纳入

考虑。关于非农就业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研究主要从外出务工和兼业行为两个角度展开。

对于仍从事农业的农村家庭，外出务工是兼业行为发生在非本地的一种情况，这两者影响农户采用

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方式是一致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为农户积累可以用于获取和采用可

持续农业技术的能力（简称“积累能力”）。一些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和兼业行为可能通过拓宽信

息获取渠道、提高技术认知水平、增强对技术的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来提高农户对良种及配套栽

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等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率（张蕾等，2009；喻

永红、张巨勇，2009；赵连阁、蔡书凯，2012；张复宏等，2017）。二是改变农户的从业重心。较

多学者认为，外出务工和兼业行为会引发农户从业重心向非农转移，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及其他农业

生产投入，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张云华等，2004；褚彩虹等，2012；刘战平、匡远配，

2012；喻永红、韩洪云，2012；储成兵，2015）。显然，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出非农就业对农户采用可

持续农业技术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值得思考的是，在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背景下，农户们走上了相

同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之途，却为何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结果上走向了不同的终点？

本文认为，回答这一“同途殊归”问题的关键，在于综合考虑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方面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信息报》，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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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尽管现有研究揭示了外出务工和兼业行为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但它们只是

基于积累能力或改变从业重心两者中的单一方面对影响结果进行解释，导致出现了“公婆之争”，

因此，需要全面考虑这两方面的作用。不过，由于这两方面作用的现实路径相同，都是通过改变农

户农业生产投入进而影响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它们的影响效果难以得到有效区分。对此，本文

试图从侧面印证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方面的影响同时存在，并用兼业程度衡量农户的从业重

心，以探究在农户对农业重视程度不同的情况下外出务工影响其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的差异
①
。这

样做不仅能够解释现有文献的结论分歧，还能为外出务工对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提供新的经

验证据，从而为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与普及提供参考。在方法上，本文拟进行以下探索性创新：

第一，在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研究中外出务工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上，运用工具变量的条件混合过

程（conditional mixed process，CMP）估计法，避免了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拟合模型时第一阶段估计可能出现的偏差；第二，以兄弟姐妹数量作为外出务工的工具变量，另外

通过截取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排除模型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

二、理论分析、模型设定、数据与变量

（一）理论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包含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

心两个方面。在时间禀赋恒定的情况下，农户在农业生产和非农工作之间进行劳动力配置，非农工

作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的从业重心。外出务工等非农化行为的发生为农户积累了经济资

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上的工资率，这

使农户在进行劳动力配置时的最优决策点更偏向外出务工，造成农户从业重心的进一步改变；另一

方面，这些资本的积累，改变了农户禀赋，尽管这些禀赋未必全部用于农业生产，但一旦用于农业

生产的禀赋有所提高，禀赋点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就会带来农户技术采用决策的预算线外移，

进而可能改变农户的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决策。也就是说，无论是积累能力还是改变从业重心，归

根结底，劳动力外出务工都会通过作用于农户禀赋，改变农户的农业生产投入，进而影响其技术采

用决策。因此，本文将致力于分析一个考虑了农户禀赋的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型。

在经济理论框架下，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行为是以期望效用或预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决策结

果。早期，Feder and Slade（1984）、Caswell and Zilberman（1986）等学者认为，农户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来决定是否采用灌溉技术；后来，Atanu et al.（1994）在分析奶牛养殖户的牛生长激素技术

采用决策时，以财富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构建技术采用模型，并得出“如果采用新技术的边际收

益大于边际成本，则采用技术就是一种最优选择”的结论。国内学者孔祥智等（2004）针对Atanu et

al.（1994）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即使采用新技术的预期边际净收益大于 0，即预期的边际

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采用新技术也不一定是生产者的最优决策；只有当采用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

①
本文研究之所以从外出务工的角度出发，是因为相比于一般化的兼业，外出务工可能使农户获得更明显的能力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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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用现有技术的净收益时，生产者才会选择采用新技术。本文借鉴孔祥智等（2004）修正后的农

业技术采用理论模型，并将可持续农业技术看作一组混合技术，把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条件

设定为：

       0pg m e z w r m p f m rm   % （1）

（1）式中， p为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生产的农产品价格，  g  表示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生

产函数（函数值一般大于 0）， 0p 为采用传统技术生产的农产品价格，  f  表示采用传统技术的生

产函数，m为种植规模，r代表传统技术下的单位生产成本，w为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后增加的单

位生产成本， z 表示农户禀赋等影响技术采用决策的因素，  e z% 表示由 z 决定的主观风险函数，

且    0,1e z % 。由于价格、生产函数、成本等由外界客观因素决定，所以，从农户角度展开技术

采用问题的研究，本质上是探讨由农户禀赋等因素决定的主观风险函数  e z% 。将（1）式进行简单

转换，得到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条件表达式：

   
 

0p f m wm
e z

pg m


% （2）

（2）式中， p 0，  g m 0。不等式右边的各指标由客观因素决定，因此，可以将其设为未

知常数 0K ，即农户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决策的主观风险函数的临界值，则（2）式转换为   0e z K% 。

设 y为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决策变量。若   0e z K% ，则令 y =1，表示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否则， y =0，表示农户不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二）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本文假定 z 的函数形式为线性函数，即：

0 i i
i

z x u    （3）

（3）式中， ix 为农户的第i种禀赋， i 为影响系数， 0 为常数项，u为随机误差项。

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模型可用线性概率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LPM）来描述
①
：

0
1

n

i i
i

y x  


   （4）

（4）式中， i和 0 为待估参数， 为随机误差项。假定农户面对的是一组混合的可持续农业

技术。若未采用任何一种可持续农业技术，则 y取值设为 0；否则，不管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数

量是多少， y取值均设为 1。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家庭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者（简称“农业经

营决策者”）中是否有人外出务工
②
。在上述模型设定下，外出务工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某

①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用二元 Logit回归模型做进一步验证。

②
实践中，既存在由部分家庭成员共同做出农业经营决策的情况，也存在很多外出务工者仍是农业经营决策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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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无法观测到的家庭特征，可能既会影响可持续农业技术的采用决策，又会影响家庭外出务工决策，

从而产生遗漏变量问题。为了排除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使用

工具变量法和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进行处理。

2.工具变量：兄弟姐妹数量。目前，关于劳动力迁移或国际移民影响农户技术采用或农业生产

行为的研究多以家庭有迁移经历的人数、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的最大值、社区或村级迁移网络为工

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例如Mendola，2008；Quinn，2009；Williams，2014；钟甫宁等，2016）。

本文认为，前两个工具变量与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存在相关关系，而本文又缺乏社区或村级迁移网

络数据，所以，本文自行选取新的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本文选取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量作为外出务

工的工具变量。《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①
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

为农民工的主体，外出务工者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中国居民的生育率呈长期下降趋势，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

一步推动了农村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由此看来，被访者的兄弟姐妹数量与农户外出务工状况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
②
，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而直观来看，兄弟姐妹数量不会影响农户采用可持

续农业技术的决策。因此，兄弟姐妹数量这一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条件。考虑

到外出务工这一内生性变量是二值变量而非连续型变量，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 CMP估计法。这种

方法基于似不相关回归，通过构造递归方程组实现多阶段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Roodman，2011），

适用于包含受限变量的模型，可以避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包含离散型内生性

变量的模型进行估计时可能出现的偏误。

3.稳健性检验。除了使用工具变量法，本文还通过稳健性检验来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有无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两类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

在均值上可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为排除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可能源于两类农

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个人特征的不同，本文通过截取样本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使两类农户的农业

经营决策者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上均没有显著的差异。通过分析外出务工变量的系数

的变化，本文可以判断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是否是由农业经营决策者的不同

特征造成的，从而验证外出务工影响结果的稳健性。

（三）数据、变量与描述性分析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6年 7月中国农业大学调研团队对山东、河

南两省农户开展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调查主要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样过程是：首先，

以省为初级抽样单位，根据各省农业生产情况和人口流动情况，选择河南和山东这两个农业大省、

人口流动大省；然后，在样本省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各地（市）分成高、中、低 3层，在每层中

①
国家统计局，2017：《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信息报》，5月 2日。

②
由于数据限制，在本文研究中，兄弟姐妹数量是针对被访者而言的，而非文中外出务工所对应的主体——农业经营决

策者。不过，96.00%的被访者是农业经营决策者本人或与其出生年代接近的配偶，从而保证了两者的相关性。



“同途殊归”：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

- 6 -

选取在农业生产方面最具代表性的 1个市；接着，在每个样本市随机抽取 2个县，在每个样本县随

机抽取 2个村，在每个样本村约随机抽取从事农业生产的 14户农户为调查对象。此次调查最终在

河南省周口市、南阳市、郑州市和山东省济宁市、临沂市、潍坊市共发放问卷 328份，回收有效问

卷 324份，其中，河南省 158份，山东省 166份。

2.变量选择说明。本文对照 Lee（2005）的可持续农业技术列表，结合中国农业小规模经营的特

点以及河南、山东两省的农业生产现状，选择以下 5种代表性强、适宜在当地推广、采用可能性高

的可持续农业技术作为该技术集合的元素：土地整理和低产田改造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和旱作农业

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技术、秸秆加工利用技术。若农户没有采用其中任何

一种技术，则认为该农户没有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反之，若农户采用其中的一种或多种，则认为

该农户采用了可持续农业技术。

本文中，外出务工指农村劳动力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之外从业。由于外出务工是家庭决策行为，

本文用 2015年家庭的农业经营决策者中是否有人在本乡镇地域外的地方务工来衡量其外出务工状

况。这样界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限定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必须是家庭的农业经营决策

者之一，保证了外出务工所积累的能力可供农业经营决策所利用，并使得在分析外出务工的异质性

影响时区分农户以务农收入或非农收入为主具有现实意义；第二，限定劳动力外出的地域范围，使

其非农从业行为在能力积累和劳动时间损失方面都比本地兼业农户更为明显，从而弱化其他因素的

干扰，更便于分析出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影响及其机制。

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模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居住地与市场的距离以

及村庄虚拟变量
①4类。①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为家庭的农业经营决策者的个人特征，这些特征变量

主要包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会影响农业经营决策者的思想保守程度，年龄越大，接受

新事物的意识越弱，风险规避意识越强，因而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小。女性对风险的厌

恶程度通常比男性高（高鹤等，2014），因而农业经营决策者是男性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

能性更大。农业经营决策者受教育程度越高，代表其搜寻、获得和掌握技术知识的能力越强，越能

够进行科学、合理的生产决策，但当受教育程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农业经营决策者能获得更多非

农就业机会，从而对可持续农业技术乃至农业生产的投入将减少（罗小娟等，2013），因此，本文认

为，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呈“倒U型”曲线关系，故

将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平方两个变量引入模型。②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财富水平

和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规模关乎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可能为正

（Kassie et al.，2013）。家庭财富水平能够综合反映农户对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最高需求程度、投入能

力以及风险承担能力，本文用耕地面积、家庭资产和家庭收入水平作为家庭财富水平的代理变量。

①
参考褚彩虹等（2012）、Kassie et al.（2013）、Teklewold et al.（2013）对变量的选择，本文原本还控制了地块的权属

特征和农业生产经营类型等变量，结果发现，这些控制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没有得到改善，且外出

务工变量的系数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以上 2个控制变量最终没被引入模型。



“同途殊归”：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

- 7 -

一般认为，农户拥有的财富对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具有促进作用，家庭财富水平越高，农户采用

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大（Teklewold et al.，2013；Kassie et al.，2015）。但是，也有学者提出

土地规模的影响无法确定（Kassie et al.，2013；刘乐等，2017）。因此，本文预期，家庭资产和家庭

收入水平影响系数的符号为正，而耕地面积的影响方向不确定。本文用当地社会网络来衡量农户的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能促进农户在农业技术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学习，克服信贷限制，从而利于其采

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王格玲、陆迁，2015；乔丹等，2017）。③居住地与市场的距离。居住地与市场

的距离能体现农户获得市场信息和信贷资金的便利性，以及获得技术的交易成本，居住地与市场距

离越短，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越大。④村庄虚拟变量。坡度、高度等地块特征，降水

量、病虫害流行等情况，以及可持续农业技术推广的相关激励政策，均会影响农户的可持续农业技

术采用决策。考虑到同一村庄内地块特征类似，农业生产的相关政策、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等

相同，本文引入村庄虚拟变量来控制村庄固定效应，从而控制地块特征、降雨指数、病虫害流行等情

况和制度特征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

3.描述性分析。本文对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由表 1可以看出，有劳

动力外出务工与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之间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别。那么，在

中国，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的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难道真的没有影响吗？这需要做进一步分析。

相比于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其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平均年龄更

低，男性农业经营决策者的比例更高，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然而，在家庭规模、社会资本、家庭

收入水平、家庭资产、居住地与市场的距离、耕地面积等方面，两类农户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另外，不论是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还是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其收入都多以非农收

入为主，尽管前者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比例明显大于后者。在进一步区分劳动力本地务工和外出

务工后，本文发现，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比例高这一特点并非外出务工样本所独有，在本地兼业

样本中，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占 88.8%，和外出务工样本的这一比例（88.0%）大体一致。不过，

在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样本中，这一比例为 69.7%。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名称
定义

总样本
无劳动力

外出务工

有劳动力

外出务工

两类样

本差异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是否采用可持

续农业技术

是否采用任意一种可持续农业技术

（是=1，否=0）

0.422 0.495 0.433 0.496 0.360 0.485 0.073

年龄 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年龄（岁） 52.547 10.061 53.455 9.997 47.520 8.949 5.935***

性别 农业经营决策者的性别（男=1，女=0） 0.817 0.388 0.794 0.405 0.940 0.240 -0.146**

受教育程度 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年限（年） 7.222 3.343 7.056 3.518 8.140 1.895 -1.084**

社会资本 在本地关系密切、能得到支持和帮助

的朋友或熟人数（个）

3.257 1.206 3.224 1.216 3.440 1.146 -0.216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数量（人） 4.682 1.720 4.708 1.795 4.540 1.232 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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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水平 家庭年总收入（元）的对数值 10.853 1.118 10.821 1.155 11.032 0.877 -0.211

家庭资产 电脑、汽车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拥有

情况 a

-0.298E-09 0.729 0.002 0.774 -0.011 0.399 0.012

居住地与市场

的距离

日常交通方式下，您家到最近集镇或

县城所需时间（分钟）

25.009 23.298 25.197 23.844 23.980 20.224 1.217

耕地面积 家庭经营耕地面积（亩）的对数值 1.699 1.080 1.719 1.104 1.588 0.939 0.132

兄弟姐妹数量 被访者兄弟姐妹数量（独生子女=0） 3.816 1.758 3.906 1.725 3.320 1.867 0.586**

是否以务农收

入为主

家庭务农收入比重是否超过 50%（是

=1，否=0）

0.275 0.447 0.303 0.460 0.120 0.328 0.183***

注：表中各变量反映的是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 2015年的情况； ***、**和*分别表示两类农户的均值在 1%、

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差异；a家庭资产用家庭中电脑数量（台）、是否拥有汽车（是=1，否=0）和农林牧

渔业机械、运输机械、生产用房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元）的主成分得分值来衡量。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表 2反映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回归 1、回归 2是使用 LPM模型估计得到的结果，回

归 3、回归 4列出的是使用 Logit模型估计得到的平均边际效应，回归 2、回归 4分别在回归 1、回

归 3的基础上加入了村庄虚拟变量。通过结果对比，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村庄虚拟变量之后，外出

务工变量的系数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从侧面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然而，在控制了村庄虚拟

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表明引入村庄虚拟变量可以提高模型的解释力。LPM模型估计

结果显示，与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相比，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

低 0.161。Logit模型估计结果中外出务工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为-0.153，同样说明劳动力外出务工不

利于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这与 LPM模型的估计结果相似。

控制变量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方向与预期基本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经营决

策者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关系，曲线的对称轴在受教育

年限为 5.92年处，即当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年限小于 5.92年时，受教育程度增加会促进农户采

用可持续农业技术，但若受教育年限超过 5.92年，则受教育年限增加不利于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

术。这可能是因为，当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农户更可能被囿于农业生产，在这种

情况下，随着农业经营决策者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更大；而在完

成小学阶段教育后，农业经营决策者更容易在外获得非农工作机会，这使得其更倾向于从事非农工

作，在这种情况下，其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不利于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表 2 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回归1（LPM） 回归2（LPM） 回归3（Logit） 回归4（Logit）

系数
稳健

标准误
系数

稳健

标准误

平均

边际效应

稳健

标准误

平均

边际效应

稳健

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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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务工 -0.153** 0.077 -0.161** 0.074 -0.147** 0.073 -0.153** 0.069

年龄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0.003

性别 0.194*** 0.069 0.238*** 0.073 0.204*** 0.071 0.232*** 0.070

受教育程度 0.036# 0.023 0.034 0.024 0.040# 0.025 0.039# 0.025

受教育程度平方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0.003* 0.002

社会资本 0.104*** 0.023 0.093*** 0.023 0.091*** 0.021 0.084*** 0.019

家庭规模 0.001 0.015 0.011 0.017 0.001 0.015 0.011 0.015

家庭收入水平 0.032 0.027 0.020 0.026 0.021 0.027 0.012 0.028

家庭资产 0.063 0.046 0.052# 0.034 0.175** 0.069 0.099# 0.067

居住地与市场的距离 -0.002# 0.001 -0.002 0.002 -0.003 0.002 -0.004 0.003

耕地面积 0.019 0.027 0.039 0.028 0.019 0.028 0.052# 0.032

截距项 -0.410 0.337 -0.162 0.403 — — — —

村庄虚拟变量 不引入 引入 不引入 引入

观测值 324 324 320 320

伪R2 0.176 0.293 0.153 0.24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10%和 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1.工具变量的 CMP估计结果。表 3是使用工具变量的 CMP估计结果，第一阶段模型以家庭是

否有劳动力外出务工为被解释变量，第二阶段模型以是否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为被解释变量，回归

6与回归 5的区别在于是否包含村庄虚拟变量。从第一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兄弟姐妹数

量和家庭是否有劳动力外出务工这一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且第一阶段模型估计的 LR检验拒绝了零

假设，基本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有劳动力外出务工会显著

降低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这和回归 2、回归 4的估计结果一致。外出务工的平均边际

效应计算结果显示，有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降低 0.381。使用工具变

量的 CMP估计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外出务工变量系数的绝对值显著增大。这说明，若不考虑内

生性问题，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会被低估。

表 3 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工具变量的CMP估计法

变量名称

回归5 回归6

第一阶段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家庭是否有劳动力外出务工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兄弟姐妹数量 -0.135** 0.054 -0.152** 0.063

其他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村庄虚拟变量 不引入 引入

变量名称
第二阶段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否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外出务工 -1.768*** 0.391 -1.332*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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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村庄虚拟变量 不引入 引入

外出务工的边际效应 -0.538*** -0.381*

观测值 324 324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稳健性检验：内生性问题的解决。表 2中的估计结果说明，农业经营决策者为男性的农户采

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更大。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有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中，农业

经营决策者为男性的农户比例更高。这意味着，样本的性别比例差异不是导致外出务工负向影响农

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原因。尽管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两类农户之间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平均年

龄有显著差异，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年龄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并且，根据样本年龄的概率

密度图
①
可观测到，两类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年龄分布形态相似，因此，本文认为，农业经营

决策者的年龄差异也不是造成外出务工负向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原因。

无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06年，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

的这一平均值为 8.14年。由于受教育程度影响可持续农业技术采用的极值点出现在 5.92年处，本文

有理由怀疑，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程

度导致的，即由于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的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年限更多地大于 5.92年。为了

检验这种猜想，本文按照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分布情况截取样本，使有无劳动力外出务工

的两类农户间农业经营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最小，再分析外出务工变量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

技术的影响。经逐步截取样本，本文发现，当剔除受教育程度小于 4年的样本后，两类样本间受教

育程度均值差异最小。基于截取样本的估计结果见表 4。结果表明，在避免了受教育程度差异可能

导致的伪回归后，劳动力外出务工仍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 4 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回归7 回归8

均值 稳健标准误 均值 稳健标准误

外出务工 -0.155* 0.080 -0.152** 0.076

其他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村庄虚拟变量 不引入 引入

观测值 275 275

R2 0.154 0.316

注：回归 7、回归 8采用 LPM模型估计；**和*分别表示在 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①
因篇幅原因，本文没列出有关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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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力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

（一）区分农户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

考虑到不同兼业程度下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首先

用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来衡量农户的兼业程度，并将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以及其与外出务工变量的

交叉项加入基准模型，以此来分析外出务工的影响在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和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

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从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5中回归 9、回归 10）可以看出，农户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对其采用可

持续农业技术影响不显著，说明兼业程度不会直接而显著地影响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这与朱

萌等（2015）、李卫等（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但是，对于不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

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降低 0.200；而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

出务工则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显著提高 0.187（-0.200+0.387）。外出务工对以务农收

入为主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积极作用和对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消

极作用，不仅说明了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而且从侧面证实了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

业技术的影响存在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个方面的作用。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他们对

农业的重视程度更高，外出务工主要通过积累能力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①
；而对于不太重视

农业的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外出务工主要通过改变其从业重心，减少其对农业生产的投入，降

低了他们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二）区分劳动力务工距离

考虑到劳动力的务工距离各不相同，返回家中起居劳作的便利性有所差异，笔者有理由认为，

与跨乡外出务工的农业经营决策者相比，在本乡务工的农业经营决策者更加重视农业生产，跨县外

出务工的农业经营决策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则更小。若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农户改变从业重心而

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那么，劳动力在本乡务工的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会最高，

跨乡外出务工的农户次之，而跨县外出务工的农户这一概率最小。为了验证这一猜测，本文以无劳

动力务工的农户样本为对照组，分别以有劳动力在本乡务工、跨乡外出务工和跨县外出务工的农户

样本为处理组，分析不同务工距离下劳动力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具体而言，本

文分别对无劳动力务工和有劳动力在本乡务工的农户样本、无劳动力务工和有劳动力跨乡外出务工

的农户样本、无劳动力务工和有劳动力跨县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进行模型估计，以获得不同务工距

离下的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如表 5中回归 11～回归 16所示。从结果可以看出，除本乡务工变量不显著外，各变

①
贺梅英、庄丽娟（2014）发现，户主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则其生产投入意愿更强，他们比兼业农户采用循环技术

的可能性更大。以务农为主的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意愿更强，对外出务工所积累的能力的利用程度更高，因而更可

能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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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3组回归结果与回归 9、回归 10的估计结果方向一致。值得指出的是，随着务工距离的增大，

务工地点由本乡扩展至跨乡、跨县，劳动力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由不显著逐渐变

得显著，变量系数由 0.065变为-0.161、-0.261。也就是说，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

出务工对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负向影响随务工距离的增加而增大。从具体机理来说，可能是劳

动力在本乡务工仍可以兼顾农业生产，从业重心的改变程度较小，不会限制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

术；而跨县外出务工则可能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农户的从业重心，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而

且，相比于跨乡外出务工，跨县外出务工情况下农户从业重心的改变程度更大。这个结果进一步印

证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农户从业重心改变从而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务工与农户是否以

务农收入为主的交叉项显著，系数为正，且系数随着劳动力务工距离的扩大而增大。这说明，对于

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根据Mesnard（2004）以

及石智雷、杨云彦（2011）等的研究结果以及前文的分析，这种促进作用应当来源于务工为农户带

来的能力积累；并且，在能力积累的过程中，跨县外出务工的积累效应最大，其次是跨乡外出务工，

本乡务工的积累效应最小。综合分析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利用兼业程度对农户加以区分并基于此

分析劳动力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这一做法是合理且必要的，同时也进一步

验证了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存在两方面的作用。

表 5 劳动力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

变量名称

回归9 回归10 回归11 回归12 回归13 回归14 回归15 回归16

全样本 以未务工样本为对照组，只保留一组处理组和对照组样本

处理组：有劳动力跨乡

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

处理组：有劳动力在本

乡务工的农户样本

处理组：有劳动力跨乡不

跨县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

处理组：有劳动力跨县

外出务工的农户样本

务工 -0.184** -0.200** 0.092 0.065 -0.114 -0.161* -0.189** -0.261***

（0.083） （0.079） （0.065） （0.075） （0.087） （0.093） （0.093） （0.096）

是否以务农收入

为主

0.053 0.068 — 0.028 — 0.061 — 0.055

（0.070） （0.073） — （0.084） — （0.087） — （0.089）

务工×是否以务

农收入为主

0.362* 0.387* — 0.259** — 0.419** — 0.540***

（0.203） （0.196） — （0.124） — （0.212） — （0.167）

其他控制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村庄虚拟变量 不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观测值 324 324 274 274 238 238 217 217

R2 0.188 0.306 0.323 0. 332 0.313 0.332 0.353 0.373

注：回归 9～回归 16采用 LPM模型估计。***、**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结

果为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与启示

在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然无法摆脱农村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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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的影响。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力外出务工的行为会给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带

来什么影响？通常来说，这种影响包括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两个方面。本文借鉴修正的农业技

术采用理论模型，利用 2016年山东和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采用 LPM模型和 Logit

模型分析了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农业可持续技术的影响，并通过对比是否以务农收入为主的

农户之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以及对比不同务工距离下劳动力务工的影响，间接验证了劳动力

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

看，劳动力外出务工会使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概率降低 0.161。第二，使用工具变量的 CMP

估计法和稳健性检验处理外出务工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后，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

术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第三，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的影响存在强烈的异质

性，不同兼业程度农户的采用行为不同，表现出“同途殊归”的效果：对于以务农收入为主的农户，

劳动力外出务工确实会促进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而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劳动力外出务

工不利于其采用可持续农业技术。并且，积累能力和改变从业重心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会随劳动力务

工距离的增加而增大。

尽管农村外出务工家庭多以非农收入为主，但上述结论对于可持续农业技术的推广仍具有重要

启示：一方面，推广可持续农业技术要以重视农业生产的主体为重点对象，包括职业农民和以务农

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等。对于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应通过教育、专业培训、技术指导等方式提高其

专业素质，并改善包括基础设施、融资、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以提高可持续农业

技术的采用水平。另一方面，对于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农户，应该顺应其非农化意愿，帮助具有留城

愿望的农户在城镇落脚生根，以便释放农业生产要素的潜力；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的前提下，有序

引导农地流转，使农地流转到重视农业生产的农业经营主体手中，例如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专业

合作社等，在新的意义上实现“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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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LaborMigration on Farmers’SustainableAgricultural
TechnologyAdoption Decisions

Zou Jieling Dong Zhengyi WangYub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in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s in 2016,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labor migration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decisions of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ies having migrant workers are less likely to adopt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16.1%). The negative effect

remains significant after controlling for endogeneity by using a CMP method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is made and a

robustness test is conducted. The study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farmers having varied degrees of part-tim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based on their main income source and working distance, and indirectly verifies that labor migration affects the

adoption of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at a negative effect of labor migration exists for the

part-time farmers whose income mainly comes from non-farming activities. For those whose income mainly is generated from

farming activities, labor migr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Therefore,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lements and enhancing the capabilities of farmers whose income mainly is generated from

farming can be effective method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KeyWords:LaborMigration; Part-time; Sustainable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MP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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